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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1

郑继承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根据贵州省 2001—2014 年相关数据，利用碳排放系数法测度贵州省 14 年间居民生活直接和间接能

源消费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 CO2排放量整体上呈增加态势，

从 2001 年的 5 145.07 万吨增加到 2014 年的 9 857.79 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 5.13%。（2）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

CO2排放量从 2 343.23 万吨上升到 2 993.91 万吨，增幅高达 27.77%，其中电力和煤炭消耗是 CO2排放的主要来源，

占比高达 95%以上。（3）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从 2 801.84 万吨攀升到 6 863.87 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

7.14%，其中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是 CO2排放的重要来源，占比高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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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宣称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的增加绝大部分

是因为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由此产生的 CO2 排放在全球总的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能源供应部门进行改

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绝大部分措施都是针对工业生产领域而采取的，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改善气候变暖的现象，但却忽略

了家庭生活消费这一领域。目前，Weber & Perrels
[1]
、Wei Yiming 等

[2]
、Kerfhof 等

[3]
、杨选梅等

[4]
、周平和王黎明

[5]
、张丽华

和张志强
[6]
、曹淑艳等

[7]
、吴文恒等

[8]
、柴士改

[9]
等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由家庭能源消费带来的 CO2 排放比例不容忽视。近年来，

贵州省经济不断增长并且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在生活方面的能源消费呈现出递增态势，据统计，2001—2014 年居民生

活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量由 2 024.19 万吨标准煤增长到 4 057.13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高达 5.49%。为此，本文基于贵州

省 2001—2014 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具体数据，采用碳排放系数分析方法，测算并分析其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 CO2 排

放量，以期为相关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文献综述

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兴起于20 世纪 70 年代，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相关学者已经做了诸多研究。Stokes 等
[10]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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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调查问卷的方法，研究了澳大利亚墨尔本东部郊区的居民在生活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情况；ShonaliPachauri & Daniel Spreng
[11]

根据印度历年来的投入产出表记录的数据来测度当地居民的间接能源需求，结果表明：居民直接能源需求和间接能源需求相差

不大；Shui Bin &Hadi Dowlatabadi
[12]

采取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 approach，CLA）研究了 1997 年美国消

费者活动和环境影响的关系；Carolina
[13]

通过聚类分析法研究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方式，发现目前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生

活方式所产生的能源消费愈发关注，且对电力的使用大大提高；查建平等
[14]

通过碳排放系数法统计分析了我国 1996—2007 年

间由于居民直接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是直接碳排放的主要拉升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是主要的抑制因素；张馨等
[15]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实证分析了我国 2000—2007 年期间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由于生活直接能

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并通过生活方式分析法计算出了间接碳排放；朱勤等
[16]
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统计了我国分别在 1992 年、1997

年、2002 年、2005 年的居民消费品载能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在 1992—2005 年，我国居民消费品载能碳排放出现波动但大体

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徐智明等
[17]

基于与上海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有关的具体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法，站在最终需求的角度上

评估了 2001—2010 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范玲和汪东
[18]

利用消费者方式方法测算分析了 1993—2007 年我国居民

由于间接能源消费引致的碳排放量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的对比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

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和农村人均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王莉等
[19]

基于 IPCC 表观消费量法和投入产出法，测算 1995—

2011 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城乡家庭碳排放总量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人均差距减少。马晓微等
[20]

根据投入

产出模型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居民 2002 年、2005 年、2007 年和 2010 年由于居民生活消费所引致的间接碳排放。

以上研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我国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上，对于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研究较少，由于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之间，居民

能源消费存在差异，其碳排放也有所不同。二是大多数学者仅仅关注了居民日常生活中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而针对间

接碳排放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研究不足，以贵州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为切入点，利用排放系数法对其直接和间接

消耗能源导致的碳排放进行测度，以期为贵州省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等提供数据支撑。

3 研究方法

3.1 生活能源消费完全碳排放测算方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完全碳排放主要包括直接生活能源消耗和间接生活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两个方面
[12,

21]
。由直接生活能源消费所引起的碳排放大多是指居民直接购买并且消费能源产品，比如为了照明、取暖、以及进行炊事活动等

而消耗燃料和电力所直接产生的 CO2 排放；间接生活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主要是指为了满足居民生活所需而提供的非能源产

品和服务，因此消耗的能源间接产生的 CO2 排放，即居民所消耗的非能源产品和服务在加工和生产过程中因消耗能源而产生的

CO2 排放
[14]
。

完全碳排放测算公式为：

其中：CCF 是指居民生活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 CO2 排放总量（单位：吨）；CDE 是指居民生活能源直接消耗所

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吨）；CIE 是指居民生活能源间接消耗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吨）。

3.2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直接碳排放测算方法

借鉴世界上多数学者主要通过化石能源资源消费量来测算 CO2 排放量的方法，依据 2006 年 IPCC 为 UNFCCC 以及《京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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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所制定的国家 GHG 清单指南中第 2 卷（能源）第 6 章提供的参考方法，也称之为排放系数法
[22]
（碳排放量=活动数据× 排

放因子），来构建能源消费的碳足迹模型。

直接碳排放测算方法为：

其中：CDE 是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直接的 CO2 排放量（单位：吨）；DEi 是指居民生活第 i 种能源的消费量（单位：吨）；

DEFi 是指居民生活第 i 种能源的 CO2 排放系数。

3.3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方法

居民生活能源消耗间接碳排放主要是指居民作为终端消费者，而对非能源产品的消费间接诱发产生的 CO2 排放量，它在商

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个方面都隐含性地存在。

间接碳排放测算方法为：

其中：CIE 是指居民生活能源消耗间接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吨）；IEi 是指为居民生活提供第 i 种产品和服务的能源

消费量（单位：吨）；IEF 是指标准煤的 CO2 排放系数（单位：吨/ 吨标准煤），即每吨标准煤的 CO2 排放量
①2
。

4 数据来源及处理

4.1 基础数据

考虑到数据资料可获取的详细程度、统一性和可靠性，本文研究所需要的能源消费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1—2015 年《贵州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另外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在部门间调研的方法完善统计年鉴中缺少的数据，而且统计、计算、

合并和归纳了要用到的基础数据。

4.2 标准煤 CO2排放系数

截至目前，排放系数的分类是没有气体回收和有气体回收或治理情况下的排放系数。但是众多因素会影响碳排放系数的取

值，比如技术水平、生产状况、能源的消费使用情况等。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在使用系数法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针

对数据缺乏不够详细的情况这种方法有很大的优势，此外，对于那些小型甚至是不合法的企业估计测算其排碳量也有较好的适

用性。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 4 提供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并结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推荐使

2 ①《贵州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仅有分行业能源消耗转化为标准煤的数据，并没有分燃料消耗的数据，故在此我们按照标

准煤的碳排放系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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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折算系数 2.456 7（即每吨标准煤消耗过程中排放 2.456 7 吨 CO2），来测算标准煤 CO2 排放系数。

4.3 主要能源 CO2 排放系数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的实质是计算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燃烧化石能源所对应的碳排放量。本文根据《贵州统计年

鉴》中生活能源直接消费量统计数据，以煤炭、煤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热力、电力 7 种化石能源或燃料为基准来

评估贵州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直接 CO2 排放量。其中：煤炭、煤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是一次能源的终

端消费，它们各自的碳排放量可依据相应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出来。电力和热力的消耗是二次能源消费，在计算它们碳排放的时

候需要区别出能源生产、转换与终端消费中所包括的化石能源消耗。电力和热力在使用的过程中并不直接产生 CO2，但是在生产

和运输过程中会耗用能源，导致一定的 CO2 排放
[23]
。鉴于电力和热力作为二次能源消费产生的 CO2 排放计算较为复杂，在此我

们借鉴 2011 年国家发改委等单位联合编制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有关电网单位供电平均 CO2 排放的统计

数据（表 1），将贵州省电力 CO2 排放系数取值为 0.714 千克/ 千瓦小时；热力的 CO2 排放系数参考了曹淑艳和谢高地
[24]

等学

者的研究成果，取值为 0.109 6 t/GJ。

根据 2006 年 IPCC 为 UNFCCC 以及《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国家 GHG 清单指南中第 2 卷（能源）第 6 章提供的参考方法，

CO2 排放量可以通过加总各种化石能源燃料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估算量得出，各种化石能源所排放出来的 CO2 系数具体公式为：

其中：fk 表示第 k 种能源消耗排放的 CO2 的系数；NCVk表示平均低位发热量（IPCC 称之为净发热值）；CEFk 表示碳排放系

数；COFk 表示碳氧化因子；44 和 12 分别表示 CO2 和 C 的分子量；k 指本文所选用的 7 种消耗较大的化石能源或者燃料之一。

公式中的 NCV 是根据 2015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 4 提供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所得，CEF、COF 根据 2006 年的

IPCC 所得
①3
，具体数据及计算结果见表 2。

3 ①由于 IPCC2006 没有直接提供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而对我国而言，原煤产量的分类比重近些年来一直变化不大，以烟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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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行业分类

目前，对于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行业的分类，不同学者划分标准不一。Weber 等
[1]
、Reinders 等

[25]
将应纳入间接碳排放

核算的行业分为六类；Wei 等
[2]
、Liu 等

[26]
、黄芳和江可申

[27]
、马晓微等

[20]
认为间接碳排放应包含八类商品。在借鉴上述学者

分类的基础上，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分类，本文将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耗行业分为 8 大部门，25 个行业

（表 3）。

占 75%～80%，无烟煤仅占 20%～25%，为此我们利用 IPCC 提供的烟煤和无烟煤的碳排放系数，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来求得煤炭

的碳排放系数，并设定烟煤为 80%，无烟煤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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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根据前文公式（1）～（4）以及贵州省相应的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分行业能源消费等基础数据和确定的相关参数，我们可

以得到 2001—2014 年的居民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具体结果及分析如下。

5.1 贵州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总体分析

从总量指标看，2001—2014 年，贵州省居民生活完全能源碳排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 5 145.07 万吨一路飙升到 9 857.79

万吨（表 4），年均增长率为 5.13%，其中：2006—2008 年间均保持较高的增速，2012 年的增速高达 24.49%。究其原因在于，

2012 年贵州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碳排放和间接能源碳排放增速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20.74% 和 26.28%。同时，2005 年和 2013

年贵州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 2005 年下降明显，主要原因是 2005 年贵州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碳

排放和间接能源碳排放均下降，导致总体碳排放下降；2013 年贵州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碳排放下降，虽然间接能源碳排放在增

加，但直接能源碳排放下降的速度大于间接能源碳排放增长的速度，最终导致生活能源完全消费碳排放在这一年出现负增长。

从类别上看，相对于居民生活直接碳排放来说，贵州省居民生活的间接能源碳排放始终占比较大，并且间接能源碳排放基本上

在整个区间内整体上保持着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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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直接碳排放分析

从总量上来看，由于贵州省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在 2001—2014 年呈现起伏状态，即 2001—2002 年为缓慢

递增阶段；2004—2006 年呈现递减趋势；2008—2012 年逐年递增并且达到最大值为 3 022.27 万吨，且在 2012 年增速达到最

大为 20.74% ；2013 年呈现递减并于 2014 年又出现递增（表 4）。整体而言，年均增长率约为 1.9%。从能源结构上来看，煤

炭和电力是居民消费的主要直接能源（表 5）。2001—2014，居民消费煤炭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大体上呈现递减趋势，且在直接碳

排放总量中所占百分比总体上逐年递减，即居民消费煤炭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从 2001 年的 2 084.41 万吨下降到 2014 年的 1

516.84 万吨，所占比重从 88.95% 下降为 2014 年的 50.66% ；2001—2014 年，居民消费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大体上呈逐年递增

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14.7%，即居民消费电力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从 2001 年的 228.98 万吨攀升到 2014 年的 1 366.45 万吨，所

占比例从 9.77% 上升到 45.64%。此外，居民消费煤气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大致也呈现出递增趋势，且所占比例基本上逐年提高，

即碳排放量和所占比重分别从 2001 年的 4.07 万吨和 0.17% 分别增长到 2014 年的 27.20 万吨和 0.91% ；消费天然气产生的碳

排放从 2005 年开始逐年递增，所占比重从 2001 年的 0.06% 增长到 2014 年的 1.63% ；居民消费液化石油气产生的碳排放和所

占比重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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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间接碳排放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 在 2001—2014 年间， 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的间接碳排放大体上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从 2 801.84 万吨

上升到 6 863.87 万吨（表 4），年均增长率为 7.14%。从能源消费结构上看，居住、食品、交通通讯和杂项商品及服务是居民

能源消费的间接碳排放主要来源（表 6）。2001 年，八项消费支出碳排放量占比由高至低依次为：居住（33.19%）、食品（23.56%）、

交通通讯（19.20%）、杂项商品及服务（16.29%）、家庭设备（4.75%）、文教娱乐（1.41%）、衣着（0.81%）、医疗保健（0.79%），

到 2014 年，碳排放排在前四位的仍为居住、食品、交通通讯和杂项商品及服务，但是四者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杂项商品及服务

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比增加至 29.94%，蹿升为第一位，食品项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比下降至 8.35%，排位第四，居住项、交

通通讯项产生的碳排放比重分别为 27.95% 和 25.97%，分别列第二、第三位。其余四项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变化不大。此外，2001

—2014 年，居住消费项产生的碳排放始终占到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间接碳排放的 25% 以上，2004 年所占比重最高，为 44.93%，

这是因为居住消费项所对应的的行业均为高碳行业，比如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由食品消费项产生的碳排放所占比重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01 年食品消费项产生的碳排放为 660.04 万吨，

占比为 23.56% ；2014 年食品消费项产生的碳排放为 573.47 万吨，所占比重下降为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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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碳排放系数法对贵州省 2001—2014 年居民生活能源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碳排放进行测算研究，实证结论如下：（1）

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总量在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其中间接能源消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源能耗与碳

排放，生活能源消费完全碳排放从 2001 年的 5 145.07 万吨一路飙升到 9 857.79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5.13%。（2）对直接能

源消耗与碳排放而言，由于能源结构调整，出现波动性变化特征，在 7 大化石能源或燃料的消费中，电力和煤炭在直接能源消

费品种中占主要地位，因而引起较大的碳排放，占比高达 95% 以上，并且随着清洁能源的使用，消耗煤炭产生的碳排放大体上

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占比从 88.95% 下降至 50.66%，相反，消耗电力产生的碳排放正在逐年递增，占比从 9.77%增加至 45.64%。

（3）对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讲，二者总量大体上都呈现出递增趋势，其中“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是

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 90% 以上，但是食品项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正在逐年减少，从 23.56% 下降

至 8.35%，相反，杂项商品及服务项产生的碳排放的比重不断增加，从 16.29% 增加至 29.94%，居住项产生的碳排放始终保持在

25% 左右，交通通讯项产生的碳排放所占比重大体处于增加趋势。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居民家庭在能源利用方面主要使用

的是煤炭和电力，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增加优质能源比重，有利于降低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为此，

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能源价格调控引导居民对环保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扶持企业对节能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来替代

居民生活中使用的高碳排放产品。因此，扩大清洁环保能源的利用可以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2）鼓励居民适度消费、绿色消

费。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为了减少高能耗要积极采取环保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尽量避免过度消费等不好的生活习惯，在全社

会中树立起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进行适度消费，使低碳消费方式在社会中深入人心并普及开来，使交通工具在合理范

围内增长，同时对高耗能家电的增长速度进行控制，重点发展 LED 产业，加强 LED 核心技术的引进和研发，推广 LED 产品在消

费领域的应用，在建筑方面，加大居民的“煤改气”建设。（3）推进交通节能，发展低碳交通。贵州省应积极推进交通运输低

碳发展，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强轨道交通建设和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在道路设计、交通管理、相关政策导向等方面，更多向



10

公共交通倾斜，政府财政应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补助力度，让公共交通真正成为非赢利的公共资源，通过提高车辆购置成本、养

车成本、出行成本等方式，利用经济杠杆来限制私家车数量的快速增加，大力倡导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出行工具。（4）积极倡导

低碳文化，促进公众参与。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互联网和报纸等传媒手段，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

进行低碳消费、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全民意识到低碳生活是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需的，

自觉养成全民共同关注、参与的习惯，并且营造出绿色生活从我做起的良好社会氛围，在用电、用水方面厉行节约，在垃圾回

收方面要分类处理并且循环利用，通过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养成有利于碳减排的消费和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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